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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时代的“市场乌托邦”：
透视美国贫富差距背后的市场脱嵌运动

刘 典

21 世纪以来，财富不平等逐渐加剧，成为阻碍各国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推动全球共同繁

荣的关键问题。收入差异与财富聚集原本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产物，但日益增长的财富鸿沟已

经明显超出合理的范围。其中，美国作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综合实力最强、技术创新最

活跃的国家，也是财富不平等问题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其基尼系数常年保持在 0.4 的国际警戒

线以上，不仅超过英国、法国、德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而且也处于自身的历史高位。

1980 年代以来，美国政府长期奉行新自由主义政策，一面放松对金融资本的管制，一面减

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这种政策虽然阶段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提升与经济总量的增长，但也

赋予了精英阶层越来越多的财富与权力，他们试图以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的名义让以价格和利益

为核心的市场逻辑彻底支配一切社会关系，从而加剧了社会危机。在 2008 年金融危机后，大量

过剩的金融资本推动数字技术在社会层面广泛运用，电商、社交、出行等不同生活场景中迅速崛

起了一批数字技术巨头，并试图以数字技术创新的名义，为这场运用市场逻辑改造社会规则的市

场脱嵌运动披上推动颠覆性数字技术创新的外衣，以建构一个更加脱离政治权力与社会规则管控

的“数字自由市场”。

自由市场体制下技术与资本联动机制的阶段性演变，与财富不平等现象深化造成的社会负面

外溢效应形成了高度关联，市场脱嵌运动造成的社会负面冲击成为加剧美国社会贫富差距的重要

因素。

一、市场脱嵌与贫富分化
讨论当代美国贫富差距问题的根源，需从 1980 年代以来美国经济政策的重要转型谈起。第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罗斯福新政和约翰逊的“伟大社会”计划所推行的福利国家实践的实施，

最终被里根及其继任者用强调自由市场、减少国家干预的经济政策取代。40 多年来，美国推行

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力量与金融资本集团互为表里，有力地推动了自由放任市场经济新体

系的建设进程。

新自由主义理论在里根政府时期成为经济决策的主流思想，崇尚自由市场理念的经济政策转

型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胜利是美国政治精英推动市场脱嵌运动的起点。一方面，每当美国经

济周期进入经济增速放缓的瓶颈期时，美国社会根深蒂固的“市场决定论”价值取向及“自助者

天助”的伦理道德体系 (1) 就会重新抬头，主要以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经

(1) 韦宗友：《特朗普政府与美国贫富差距》，《人民论坛》2019 年第 4 期，第 30—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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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政策重新成为精英阶层的依赖路径。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在 20 世纪已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

体系，系统性地阐述了自由市场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新自由主义理论认为，免受政府干预的市场

是最有效率的。税收作为政府干预的一种方式，会降低资本利润率，抑制私人投资，从而拖累经

济增长；而减税可以释放市场潜能，促进私人投资，纳税人税负减轻相当于收入增长，因此消费

需求会更加旺盛，从而带动经济增长。此外，新自由主义理论认为：自由市场导致的贫富差距是

合理的，因为它能够反映经济贡献的不同；资本承担前期投资的风险，就应该实现对该产业的主

导，获取创新租金和垄断利润；而能者多得的富人更富后会增加投资，从而提高生产率，创造更

多就业岗位，产生涓滴效应，穷人也能从中受益。

在这样一套理论的支持下，自 1970 年代遭遇经济滞胀以来，美国政府就转而采取新自由主

义的经济政策。从里根政府时期开始，各届美国政府都通过了一系列对企业与富人减税的税收政

策、压低用工成本的工资政策，以及引导资本进入虚拟经济、金融等高回报率领域的经济政策，

推动自由市场的繁荣与扩张。受惠于制造业转移后带来的更为廉价的劳动力与商品，技术进步也

在推动交易成本的下降，刺激经济实现进一步增长。与此同时，社会各阶层的收入水平尽管整体

上升，但不平等现象日益加剧。精英阶层还将新自由主义从政策导向上升为具有优越性和普适性

的意识形态，以维护其理念的合法性。随着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的崩溃，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提出所谓的“历史的终结论”，这种强调绝对自由化、充分市场化与彻底私有化的新

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冷战结束后甚嚣尘上，其代表便是在 1990 年代广为传播的以新自由主义学

说为理论依据的“华盛顿共识”。其中最为关键的举措，在于新自由主义政策大幅度地放松了对

资本的管制，推动美国金融资本集团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扩张。这种生产方式诞生后，剩余价值在

产业部门进行累积形成资本积累，当资本积累到一定规模以后，将利润转化为金融资本，进而主

导产业。若不进行适度的外部干预，最终在利润最大化的商业逻辑驱动下，将导致金融资本与产

业资本“脱实向虚”，历史上的郁金香热、IT 泡沫破灭，包括 2007 年次贷危机都由此而来。

自由化、市场化引导资金投入能够迅速获利的资本项目中，推动传统制造业向海外迁移，大

量资本转而投向金融部门，经济金融化程度不断提升。在这一过程中，大量工厂倒闭、工人失业，

但以华尔街为代表的美国金融资本集团，不断通过“旋转门”机制加强对政府政策的影响力，让

政府放松对金融领域的管制来谋求自身利益。花样繁多的金融衍生品不断出现，虚拟经济迅速膨

胀。金融业能依靠不断吸收更多资本从而推高金融产品的价格进而获利，因此高收入阶层与低收

入阶层的差距被再次迅速拉大。截至 2018 年年初，美国金融资产（只包括债券和股票）占世界

总量的 40%，远远高于其 GDP 占比。(1) 这在客观上扩大了有能力参与金融活动的上层精英与依

赖劳动报酬的中低收入群体之间的贫富差距。

从先导理念到政策，再到商业领域的具体实践，推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力量与金融

资本集团形成了跨政府、产业、学界、社会舆论等不同层面的联动机制。这一联合试图用经济规

则进一步改造社会规则，推动更多社会关系网络中的要素转变为生产资料，并实现效率最大化。

在市场脱嵌进程加速的同时，美国社会的贫富分化程度和财富总规模都进入高速增长期。

首先是增量维度，即收入的不平等效应。1979—2007 年，最富有的 1% 美国人在收入增长总

(1) 张家栋：《美国贫富差距扩大的制度性根源》，《人民论坛》2019 年第 4 期，第 12—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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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中占比 53.9%，增长了 18.9 倍，其他 99% 的美国人的收入只增长了 1%，而这一问题在 2008

年金融危机以后变得更加严重；2009—2013 年，最富有的 1% 美国人占收入增长总额的 85.1%，

增长了 17.4%，而其他 99% 的美国人的收入只增长了 0.7%。(1) 2007 年，美国收入前 10% 的人群

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重新达到 20 世纪初期的水平，为 45%—50%，比 1940 年代至 1970 年代高

出 10 个百分点，至 2012 年，国民收入的 52% 掌握在 10% 的人手里，达到了历史高点。(2)

其次是存量维度，即财富的不平等效应。进入 21 世纪后，极度富裕阶层（最富有的前 10%

人群）和低收入阶层（后 50% 人群）之间的不平等问题愈发明显。2019 年，前 10% 的家庭在总

财富额中占比 71%，和 2016 年保持一致，而后 50% 的家庭拥有的财富只占总体财富额的 2%，

也和 2016 年大致相同。(3) 美国商务部人口普查局的统计报告显示，2019 年美国基尼系数为 0.481，

同样维持在历史高位。(4)

财富分配机制的长期结构性失调，导致占据大量财富的富裕阶层的资产增长速度远高于经济

增长率，攫取了经济发展带来的大部分红利。2008 年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其实就是对美国

财富不平等与经济结构失调的严重警告。但金融危机结束后，美国等西方国家选择继续采取新自

由主义范式下的救市政策，通过降息、发行债券等金融产品的方式刺激经济，而不注重经济结构

中的产业失衡与收入不公的问题，在财富不平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从效果来看，这些政策实质

上是维护了自由市场与金融资本的利益。

新自由主义范式内生的非对称性导致了经济救市政策对社会高收入与低收入群体造成了截然

不同的影响，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剧。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埃曼纽尔·萨兹（Emmanuel Saez）教

授在 2020 年发布的报告中指出，美国前 10% 的高收入群体有 9 倍于剩余群体的收入，在过去 50

年，这些资本家翻倍了自己的收入，而有多达 40% 的美国人口仍处于贫穷状态，(5) 他们的状况长

时间以来没有太大改变。救市政策并没有使普通家庭受益，投入市场的大量资金成为使富豪更富

的助推器。

在西方选举政治的大背景下，随着金钱在竞选中的影响力逐步扩大，导致了一个恶性循环：

经济上的不平等导致政治上的不平等，而政治上的不平等导致市场规则被改变而进一步使高收入

群体受益，从而加深经济不平等。社会财富的重新分化和洗牌意味着对大多数人的不公与打击，

而这对以自由民主制度为主的西方政体来说，无疑意味着政治与社会愈加不稳定。在 2008 年金

融危机之后，大量群众发动“占领华尔街”运动来抗议高收入群体对财富的垄断。美国保守派和

自由派对于经济问题所持观点也大相径庭，经常引发激烈矛盾。而无论是 2020 年美国此起彼伏

的社会运动，还是 2021 年年初发生的国会山沦陷事件，表面上是体现了美国人民对政治问题的

抗议情绪，实际上也与长期以来新自由主义政策所深化的贫富差距问题密不可分。

(1) Estelle Sommeiller, Mark Price and Ellis Wazeter,“Income Inequality in the U.S. by State, Metropolitan Area, and County”(June 16, 
2016),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https://www.epi.org/publication/income-inequality-inthe-us/, retrieved November 4, 2021.

(2) [ 法 ] 托马斯·皮凯蒂：《21 世纪资本论》，巴曙松、陈剑、余江、周大昕、李清彬、汤铎铎译，中信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5 页。

(3)“The Federal Reserve Board of Governors in Washington DC”(September 28, 2020), Federal Reserve Board, https://www.federalreserve.gov/
econres/notes/feds-notes/wealth-and-income-concentration-in-the-scf-20200928.htm, retrieved October 16, 2021.

(4) 徐秀军：《全球财富鸿沟的演进与弥合》，《人民论坛》2021 年第 8 期，第 84—87 页。

(5) Emmanuel Saez,“Striking it Richer: The Evolution of Top Incomes in the United States”(March 2, 2019), Berkel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https://eml.berkeley.edu/~saez/saez-UStopincomes-2018.pdf, retrieved October 16, 2021.



23

数字时代的“市场乌托邦”：透视美国贫富差距背后的市场脱嵌运动

专

题

Focus

二、推动市场脱嵌运动的“权力三角”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自由市场体制下技术与资本联动机制呈现出阶段性演变的新特点，

即过剩金融资本与数字技术应用的联合。在新自由主义范式的影响下，美国采取量化宽松政策导

致低利率的货币环境与严重的资本过剩，金融资本集团将投资移向互联网技术，意图通过创造技

术繁荣，来实现新的利润增长。

数字技术成为新自由主义政策与金融资本加速市场脱嵌进程的重要推动力。自美国在 1970

年代与布雷顿森林体系和金本位制解绑以来，通过建立国际金融市场与以美元-石油为核心的国

际自由贸易体系，让因对外购买商品或服务而流出去的美元回流到美国的金融产业与国债中，形

成了规模巨大的金融资本。21 世纪初，互联网经济泡沫在世界范围内数次崩塌，互联网信息技

术红利的逐步消退使全球经济增速趋于放缓。传统的实体经济无法消化过多的金融资本，而新

兴技术是降低劳动成本、提高利润与资本回报率的最好方式。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金融资本急

需与之结合，产生一套符合数字时代的新型社会生产方式与产业组织形态，运用数字技术提高生

产率实现资本增值。过剩的金融资本与数字技术的结合在消费互联网领域催生了诸多新模式、新

业态，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与消费质量的升级。以数字技术巨头为核心的数字经济已经成为世界

范围内最显著的新经济增长极。

在过剩金融资本的孵化下，这些数字技术公司往往采取“先烧钱后营利”的经营模式，依赖

巨额资本的前期投入，通过企业烧钱结合数字平台技术改造其价值生产行业的具体场景，充分利

用网络规模效应与数字技术的应用优势，迅速崛起为新的“数字技术巨头”。

在平台发展初期，得益于金融危机后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过剩的金融资本，互联网平台企业获

得大量融资，借助互联网优势开辟了数字市场。这些平台企业重塑了价值创造的过程，它们“控

制”“连接”而不“拥有”，采取“超外包”的模式，通过将有可能产生生产成本的部分全部外

包出去，降低了生产和培训成本，(1) 并建立了垄断地位。这种垄断让它们对于未来的收益有了较

高的预期，也就意味着这种“收益”是建立在泡沫之上的，平台所获利益是预期利益而非实际利

益，平台运营者寄希望于在平台取得垄断地位后能够获得回报。

数字技术巨头也显示出超乎寻常的造富能力。根据 2021 年 3 月发布的“胡润全球富豪榜”，

排名前十的富豪中有一半出自互联网平台型企业。(2) 异军突起的互联网平台，犹如一趟又一趟“造

富高铁”，满载着一批又一批企业创始人迈向“巨富”的“下一站”。(3)

数字技术巨头带来的造富效应对生产组织方式与整个社会分配结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平台

经济创造了一种连接而非拥有的新型生产资料拥有方式，它们并不是传统的产品生产制造商，也

不是消费者的服务群体，而是为这两者的对接提供了机会和数据交换，重塑了价值生产的过程，

(1) 沙烨：《数字财富鸿沟：数字控制与资本控制的叠加效应》，《文化纵横》2021 年第 5 期，第 84—97 页。

(2) “2021 年胡润全球富豪榜”排名前 10 名的富豪分别为：埃隆·马斯克（Elon Musk）（特斯拉）、杰夫·贝佐斯（Jeff Bezos）（亚
马逊）、伯纳德·阿诺特（Bernard Arnault）（酩悦·轩尼诗-路易·威登）、比尔·盖茨（Bill Gates）（微软）、马克·扎克伯
格（Mark Zuckerberg）（脸书）、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钟睒睒（Zhong shan shan）（养
生堂）、穆克什·安巴尼（Mukesh Ambani）（印度瑞来斯）、贝特朗·皮埃奇家族（Bertrand Puech & family）（爱马仕）、史蒂夫·鲍
尔默（Steve Ballmer）（微软）。胡润研究院：《2021 年胡润全球富豪榜》，（2021 年 3 月 2 日），https://www.hurun.net/en-US/
Info/Detail?num=LWAS8B997XUP，或者查询数据，https://www.hurun.net/en-US/Rank/HsRank-Details?num=IH8GTUI9http://finance.
sina.com.cn/zt_d/2021_hrqqfhb-ssb，最后浏览日期：2021 年 4 月 28 日。

(3) 沙烨：《跨越财富鸿沟：通往共同富裕之路》，当代世界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7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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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从中获取超额价值。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全球最大的出租车公司优步没有汽车……

而最大的住宿提供商爱彼迎却没有任何房产。”(1) 这些公司看起来并不像传统企业一样拥有大量

的实体资产，也不生产任何可供消费的产品。

对于数字技术巨头而言，最重要的资产是已形成规模效应的数据平台。在大数据技术的加

持下，将众多中小型商家与散户市场聚集在一起的线上数字平台可以汇聚大量的信息和资源，通

过数据分析与解读，及时匹配买卖双方的需求，协调供需，持续推送合适的交易对象创造价值关

联，极为高效地促成交易并从中抽成。在该模式下，大型数字平台除了在网络、能源基础设施方

面进行一次性投资之外，几乎不需要再付出额外的投入，并且相比传统的资源获取与开发利用，

平台获取数据资源与加工的边际成本近乎为零，但又具有高度的资源聚集效应和经济模式的可复

制性。(2) 因此大型数字平台能从源源不断的交易中大量抽成，获得超额利润进而持续将数据资源

转化为资本。

平台经济领域的新劳动分工模式也加强了对劳动力市场初次分配的结构性扭曲。强大的算法

和考核以及普遍覆盖的移动管理体系，极大地增加了对一线劳动者的束缚和劳动强度，延长了普

通劳动者的实际劳动时间。(3) 对于消费者来说，随着数字平台融合了多种生活场景并通过大数据

掌握了客户群体的需求与偏好，他们线上学习、休闲、娱乐等任何活动与消费的界限变得模糊起

来，他们倾注在数字平台上的注意力成了一种新型劳动。

对于数字控制与资本控制形成的叠加效应，学者沙烨在其著作《跨越财富鸿沟：通往共同富

裕之路》中提出了“数字财富鸿沟”的概念。他指出，数字时代的新技术叠加金融资本之后，以

新兴科技巨头为核心的各类数字平台，通过对互联网某一领域的垄断，获得了超高额的利润。在

技术的支持下，数字平台对财富形成“虹吸效应”，大大加快了社会财富的集中，并放大了当前

财富分配机制的缺陷，使各阶层之间的财富鸿沟越来越深。(4)

在当代，新自由主义思想、金融资本集团与数字技术巨头已形成推动市场脱嵌的结构性“权

力三角”。通过数字技术加持，新自由主义与金融资本对市场脱嵌的影响将产生更为严重的后果。

随着 2020 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简称“新冠疫情”）在全球迅速蔓延，进一步对不同区域和

不同阶层的人群造成的异质化影响加剧了已有的财富不平等现象。(5)

相比传统的产业资本，数字资本的增值速度更快，加上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实体经济萎靡不振，

而依赖数据传输的线上经济、数字贸易高速发展，掌握了数据及相关基础设施的数字资本精英很

容易获得巨额财富，并促进社会财富进一步向上流动，由此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分化。随着时间

的推移，社会分化将造成更为严峻的社会对立。(6) 在大多数人遭受着经济衰退与收入下降的双重

打击之时，因美国规模巨大的经济刺激政策而获利的富翁们却在享受着财富的迅速攀升。(7)2020

(1) [ 加 ] 尼克·斯尔尼塞克：《平台资本主义》，程水英译，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84 页。

(2) 刘典：《数字人民币：数字经济的生态重构与全球竞争》，《文化纵横》2021 年第 1 期，第 40—48 页。

(3) 沙烨：《跨越财富鸿沟：通往共同富裕之路》，第 94 页。

(4) 沙烨：《跨越财富鸿沟：通往共同富裕之路》，第 89 页。

(5) 徐秀军：《全球财富鸿沟的演进与弥合》，《人民论坛》2021 年第 8 期，第 84—87 页。

(6) 何哲：《数字剩余价值：透视数字经济体系的核心视角及治理思路》，《电子政务》2021 年第 3 期，第 17—27 页。

(7) 刘典：《负利率透视西方经济的不平等》，《中国金融》2020 年第 22 期，第 68—6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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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3 月至 2021 年 1 月，美国收入排名前 20% 的富人资产增加了约 2 万亿美元，而排名后 20%

人口的资产减少了 1 800 多亿美元。(1) 根据美联储数据显示，截至 2021 年第二季度，全美最富有

的 1% 人口拥有的财富首次超过了中间 60% 人口财富的总和，前 1% 最富裕的家庭所拥有的财产

达 43.27 万亿美元，已经超过了美国 90% 家庭的财产总和（40.28 万亿），而“中产阶级”在美

国总财富中的占比已经跌至 26.6%，创下过去 30 年来的新低。(2)

三、数字时代的新“市场乌托邦”及其幻灭
在自由市场机制的演化过程中，传统社会保障制度与社会规则的公平性不断被侵蚀，加剧了

越来越严重的财富不平等问题，并触发了一系列社会与政治层面的极化现象，民粹主义、反全球

化、仇富思潮不时涌现，多重因素相互碰撞造成了当代美国社会的种种乱象。

正如 20 世纪著名经济史学家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所告诫的，将经济脱嵌于社会的

努力不可避免地会遭遇相反方向的抵制。自由市场并不像传统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者预测的那样，

可以自动地促进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最大化，无限地创造更多社会财富。受新自由主义理论熏陶

的精英们强调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认为政府干预得越少，市场就越能在自由贸易和

自我调节的过程中实现经济繁荣，并提出应该让供求关系和价格谈判决定社会资源的配置。在《大

转型》一书中，波兰尼曾通过系统的论证来反驳这一逻辑。随着 19 世纪工业革命与世界市场的

发展，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出现了严重的贫富分化与相伴而生的抗议活动，破坏了社会秩序；而国

家之间则频繁出现贸易战、关税战等贸易摩擦，并最终放弃了有利于自由贸易的国际金本位制，

在经济危机的时候推动了民粹主义与法西斯上台。(3) 波兰尼认为市场社会是由两种相互对立的

运动组成的——力图扩展市场范围的自由放任运动，以及由此生发出的社会层面力图抵制经济

脱嵌的保护性反向运动。(4)

波兰尼进一步指出，以促进资源配置效率与社会财富生产总量的最大化为目的的、完全脱离

政府调控的自由市场只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乌托邦，除非消灭社会中人和自然的实存（substance），

否则这样一种制度将无法长期存续。(5) 自由市场只能在一段时期内切实提升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

如果再持续下去，市场调节的作用就会失灵，并伴有灾难性的影响。自 1770 年代中期以来，每

10 年都会发生至少 2 次有记载的，由生产过剩、投机和债务积累等自由市场弊端导致的全球性

或者国家性金融危机。(6) 这证明自由市场的尽头并不是资源的优化配置与财富的无限增长。随着

市场逻辑渗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获得利益成为人们的普遍追求，自由市场强调的完全竞争与

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会导致严重的财富不平等与社会分配失衡，原本兼顾公平与效率、穷人与富

(1) 许缘、邓仙来、高攀：《贫富分化加剧凸显美政策弊端和制度失灵》（2021 年 5 月 21 日），新华社，http://www.xinhuanet.
com/2021-05/21/c_1127474801.htm，最后浏览日期：2021 年 10 月 16 日。

(2)“Distribution of Household Wealth in the U.S. since 1989”(October1, 2021), Federal Reserve Board, https://www.federalreserve.gov/
releases/z1/dataviz/dfa/distribute/chart/, retrieved November 4, 2021.

(3) [ 英 ] 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钢、刘阳译，当代世界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5—29 页。

(4) [ 英 ] 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第 23—24 页。

(5) [ 英 ] 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第 3 页。

(6) [ 美 ] 林南：《从波兰尼的大转型说起》，严非译，《清华社会学评论》2021 年第 1 期，第 15—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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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双方利益的社会规则会在市场逻辑的支配下被扭曲，形成被市场规则操控的社会秩序——市场

脱嵌并带来经济危机，而且会引发为对抗这一市场化趋势形成的社会自我保护运动，两者相互碰

撞形成一系列冲突，对现存的社会秩序带来破坏性影响。美国的历史与现实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市场脱嵌运动同样也引发了一系列社会反向保护运动，由财富不平等而引发的社会极化和政治极

化现象愈演愈烈。2008 年金融危机后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是中产阶级反对贫富高度分化的

一次社会保护运动。自 2016 年特朗普政府上台起，美国社会的分裂日益明显，全球化与保护主义、

多元化与民粹主义、白人至上与群体平等，诸多提倡与传统的自由市场精英相反的价值观的团体

逐渐登上美国的政治舞台，发挥着社会影响力，美国社会在不同团体的分化与对立中渐渐被撕裂，

并爆发了一系列冲突。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他的经典作品《变革社会中的政

治秩序》一书中，使用“政治衰朽”这个术语来形容部分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呈现出的政

治失序状态。他的学生——曾提出“历史终结论”的福山在国际金融危机过后新发表的文章中也

不再高捧民主与市场，转而使用亨廷顿提出的概念来形容美国的政治制度，断言美国已处于“政

治衰朽”之中。(1)

目前，市场脱嵌与社会自我保护的“双向运动”仍在积蓄势能。在数字经济时代，资本的快

速增值与累积需要实现对数据的充分挖掘与运用，而目前大量流动于消费互联网平台的数据本身

是人传递的信息在数字空间的存储，与个人的情感、思想、观念等息息相关，涉及人格的独立、

完整与个人隐私的安全。如果仍然以利益最大化与资本增值的自由主义逻辑为最高目标，那么人

将不存在任何超脱经济价值之外的意义，个体的信仰、观念、心理、私德都将不被关注，人类将

被拆解为一个个由消费习惯、兴趣喜好、社会交往等多维度构成的数据集，变成符合消费逻辑与

资本增值需求的商品。

数字时代的“市场脱嵌”进程在“权力三角”的推动下呈现加速趋势，数字技术巨头与金融

资本正在重写现存的商业规则与伦理。现阶段，平台可以合法地通过挖掘个人数据来了解全方位

的个人信息，从而预测和控制人们潜在的经济行为，所有关于安全隐私和商业道德的顾虑被搁置，

为了满足数字资本的增值需求会再度颠覆现存的社会规则与社会正义观。相比波兰尼提出的工业

时代的大转型将人“物化”为可交易的劳动力生产要素，数字资本可能会具备将人格信息进一步

商品化的能力，人从社会组织的成员完全异化为生产资料，人际关系将完全由市场逻辑决定。

不仅如此，金融资本与数字技术巨头正雄心勃勃地意图联手开启一个更加自由、开放、不受

规制的新“市场乌托邦”。2021 年 10 月 28 日，扎克伯格宣布将 Facebook 改名为 Meta，未来将

全面转型成为一家元宇宙公司。11 月 2 日，原本持谨慎态度的微软也宣布进军元宇宙。然而，

元宇宙还没成形，金融资本先兴奋了。在资本市场里，元宇宙所描绘的宏伟蓝图已成功掌握新的

财富密码，涉及元宇宙的游戏、股票甚至诸如 VR 等周边概念都成为投资者抢占发展先机的关键

赛道。微软更是受消息刺激，于 11 月 3 日市值首次突破 2.5 万亿美元，登顶成为全球市值最高

的上市企业。

资本欢呼雀跃，巨头摩拳擦掌，元宇宙的故事在市场经济机制的驱动下，吸引着现实世界的

大量财富与资源向这个虚拟的新世界快速集中。在加速社会财富向少数群体聚拢的同时，深陷于

(1) Francis Fukuyasma,“America in Decay: The Sources of Political Dysfunction”, Foreign Affairs, 2014, 73(9-10), pp.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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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两极分化的泥淖之中的现实世界似乎被忽略了。在一片资本狂欢中，我们不禁深思，如果未

来元宇宙的发展不是朝着赋能实体经济、将市场重新嵌入社会的方向努力，而是受资本逻辑驱动，

新自由主义思想、金融资本集团与数字技术巨头依然在时代惯性的牵引力推动下沿着既定的“市

场脱嵌”道路前进，那么按照波兰尼的分析，这些努力将是一个更加失序的危险预兆。

随着数字时代市场脱嵌运动的进一步推进，波兰尼所说的“市场脱嵌”和“社会保护”双向

运动发生剧烈冲突的时刻，必然导致当代政治经济结构的“巨变”，可能带来比波兰尼所观察到

的大转型时代更为深远的影响。波兰尼关于大转型的思考在当代学术界不断形成回响。美国社会

学家斯蒂芬妮·穆奇（Stephanie Mudge）在其著作《重塑左翼：西方政党从社会主义到新自由主义》

中根据《大转型》的基本框架提出了“波兰尼时刻”（Polanyian Moment）的概念。(1) 学者郦菁

结合穆奇的分析进一步指出，民粹主义、各种政治保守主义、经济民族主义的上升，使我们的时

代日益接近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结构性面貌，而 2020 年新冠疫情只是加剧

了去全球化趋势与国内已有的政治-社会矛盾。(2)

如果继续放任对自由市场体制与金融资本增值的盲目追求，忽视社会福利与经济平等，由贫

富差距所催化的民粹主义、种族主义、经济保护主义等双向运动带来的政治冲突都会对社会稳定、

国家制度甚至世界和平带来巨大挑战。在经济高度全球化的今天，由贫富差距引发的社会秩序紊

乱与自由市场主义往往相互纠缠，而波兰尼曾经对市场脱嵌以及双向运动理论的分析，可以为今

天理解美国当代贫富差距问题以及诸多社会乱象的根源带来新的启示。

作者系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特聘副研究员

(1) Stephanie Mudge, Leftism Reinvented: Western Parties from Socialism to Neo-liberalis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2) 郦菁：《波兰尼时刻：历史政治学与我们的时代》，《中国政治学》2020 年第 4 期，第 23—28 页。


